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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推进垃圾分类是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的重要手段，本文试图阐释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

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以明晰非正式制度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推进过程中的作用。【方法】

基于内蒙古自治区1307份微观样本数据，利用Probit与 IV-Probit方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性共识和

群体融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结果】①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地方性共识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群体融入在地方性共识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③较其他村民而言，村内大姓村民更易受到地方性共识的影响，从而更可能开

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结论】本文认为应重视地方性共识的积极作用，并着力提升农村居民对村庄的认同与

融入水平，依据不同群体特征采取差异化措施，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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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 40年

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提升农村居民生活

水平与消费能力的同时，也导致了村庄生活垃圾产

生量的不断增大，生活垃圾已成为农村环境污染的

重要来源之一[1]。农村的生活垃圾分布较为分散，

收运距离往往高于城市，源头分类减量不仅有助于

降低垃圾治理难度，还有利于减少垃圾转运处理费

用，是治理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重要手段。然而，

尽管政府采取了补贴、奖励等各类政策引导农村居

民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但政策持续效果有限，

加之垃圾分类监管普遍偏弱，存在一定的政策失灵

情况[2]。为此，如何发挥地方性共识等非正式制度

的补充作用，进一步引导农村居民积极开展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日益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

文件明确提出要立足农村、突出村民主体地位，倡

导文明公约，发挥好村规民约作用，切实提高村民

维护村庄环境卫生的主人翁意识，做好农村生活垃

圾源头分类减量。总体来看，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

在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中的积极作用，有助

于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全面提升[3]。因此，探究非

正式制度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

响具有现实意义。

从已有文献看，学者们主要关注了家庭经济条

件、外部社会经济变化以及个体环境态度等因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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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垃圾处理行为的影响[4-6]。部分研究也尝试从

制度层面对农户的垃圾处理行为进行探讨，但主要

是围绕正式制度展开[7,8]，对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关注

不足。然而，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非正式制度对

于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不可小觑[9,10]，尤其在“熟人

社会”的农村地区，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可能会变得

尤为突出。一些学者已开始呼吁，应进一步关注非

正式制度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

响，充分挖掘农村社会地方智慧和传统知识的作

用，以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11,12]。事实上，以地方性

共识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往往不是独立发挥作用，

而是与群体融入水平紧密相连。在传统乡村社会

中，农户往往依据血缘和地缘关系抱团生活，并逐

渐形成“自己人”的群体圈子；在所属群体长期的生

产生活中约定俗成地形成地方性共识，当这些共识

被群体内的成员接受后，便可能影响个体行为决

策。从逻辑上看，地方性共识是在经年累月中形成

的行为规范，但作为非正式制度，地方性共识作用

的发挥通常是依靠村内舆论、人情与面子等进行

“软约束”，倘若农户对于村庄缺乏融入感，不在乎

其他村民的赞扬或批评，对村内“个人声望”持无所

谓的态度，则地方性共识对农户行为决策的影响便

会相应减弱。据此推测，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可

能会影响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但群

体融入与地方性共识二者并不是都直接发挥作用，

而可能存在有中介效应关系。此外，村内姓氏结构

差异可能也会对村民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产

生影响。大姓村民不仅有着较大的宗族人口规模，

同时也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村庄融入感，相比非大

姓村民而言，大姓村民往往在维护村内环境以及公

共产品供给上更具积极性 [13,14]，从而更可能采取垃

圾分类处理行为。因此，有必要从实证层面展开具

体分析，以更好地理解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对农

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拟利用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1307

份农户微观样本数据，探讨地方性共识、群体融入

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间的关系，并试

图回答以下 3个问题：①地方性共识与群体融入是

否会影响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②群

体融入是否在地方性共识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③在村内大姓

村民与非大姓村民间，地方性共识、群体融入与农

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间的关系是否存在

样本异质性。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

阐释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

为的影响。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地方性共识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

的影响

在长期的村庄共同生活中，人们对于行为规范

与人际关系形成了“何为正确，何为应当”的行为标

准，并被群体成员普遍接受，由此构成了地方性共

识[15]。区别于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地方性共识是

农村居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制

度，但对村民个体行为决策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16]。

通常来看，农村居民往往会比较在乎他人和村内舆

论对自己的评价，爱惜个人“名声”。为此，村民大

多会通过修饰自己的行为举止，以期在村内树立良

好的形象[17]。农村人居环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因

此，村庄中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行为不仅是农村居

民的个体行为，还属于村内的公共事务范畴。倘若

村民个体能够主动开展垃圾分类处理活动，则表明

其积极参与了村内公共事务，由此可能获得“清洁

之家”“美丽庭院”等称号，并收获村内群体成员的

舆论赞扬，使村民感觉有“面子”。反之，若没有遵

守维护环境卫生的普遍共识，则村民个体可能会受

到来自其他农村居民的批评或鄙视，导致其内心的

痛苦与不安。因此，遵循维护村内环境卫生的普遍

共识，是村民“挣面子”的一种行为选择。此外，个

人声望有利于农户在村庄树立更高的非正式权威，

进而帮助农户获得更多的社会关系与资源禀赋优

势，因此，村民往往具有遵循维护村内环境卫生普

遍共识的内在动力。由此可见，在地方性共识的推

动下，村民往往会主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行为。

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人口

大量外流，传统和相对封闭的村庄结构正面临解

体，农村居民间的熟悉感与认同感出现下降，乡土

熟人社会中“熟悉”的部分正在“陌生化”，村庄日趋

多元化、异质化[18]。但与此同时，大量研究也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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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与网络化时代，乡土熟人社会中“陌生”

的部分也正在转向“熟悉化”[19]，例如：基于网络技术

的农村新媒体等增进了村民间的情感交流与乡土

情怀，以村民为主体的合作社组织等进一步强化了

小农户间的协作关系与熟悉感。即源于传统人情

礼俗观念的地方性共识不断与新时代发展相融合，

演绎出了与时俱进的新内涵，地方性共识仍在乡村

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事实上，作为生活在

村庄中的主体，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行为必然会受

到地方性共识的约束，寻求共识也自然是农村在村

级治理中开展村民组织工作的必然逻辑[21]。因此，

在全社会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背景下，生活垃

圾分类减量也成为乡村社会的普遍共识，见闻习染

之下，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处理行为也就较容易受

到这种共识的影响。综上，提出研究假说：

H1：地方性共识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2.2 群体融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

影响

熟人社会是中国传统乡村形态的基本特征。

“生于斯、长于斯”，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体系和投

射于地缘关系的身份社会逐步催生了农村生产生

活的共同体；村民相互熟识，陌生人难以进入，由此

产生了高度凝聚的村庄共同体。费孝通[22]在“差序

格局”中将熟人社会表述为熟人群体构成的“自己

人”社会，进而形成了一个“亲密社群”。作为接受

和认同共同价值传统和行为准则的村庄共同体，群

体融入反映了群体间和谐相处的程度，更高的融入

水平有助于增强村民参与共同体活动的身份认同、

责任感与归属感[23]。

从社会认同理论看，行为个体往往会进行人群

分类并确定自己所属的群体，较高的群体融入水平

将促使个体行为逻辑更符合群体利益，提升个体与

群体成员协作的可能[24]。农村居民对村庄共同体的

融入程度越高，就越关注村庄的发展与环境保护，

也就可能越积极地参与村庄的生活垃圾治理。具

体而言，从情感角度看，较高的群体融入意味着村

民个体对村庄共同体有着较深的依恋与归属感[25]，

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行为不仅源于其

对良好卫生环境的期望，还更多来自于对村庄生活

环境改善后的荣誉感。从效能角度看，群体融入感

较高的农村居民在村庄环境改善后获得的环境收

益、群体自豪感等综合收益，会大于人居环境恶化

导致的损失[26]，从而使其更具开展垃圾分类处理行

为的主动性。总体看，村民个体对村庄共同体的群

体融入水平越高，其越可能采取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行为。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H2：较高的群体融入有助于农村居民采取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行为。

2.3 群体融入在地方性共识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行为过程中的中介效应

一般来看，当行为人个体对人文习俗等地方性

共识高度认同后，才可能会逐渐形成较强的群体融

入。每个村民都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当对村

内经年累月形成的普遍共识具有强烈认同后，他才

可能会主动融入村庄群体。例如，部分研究发现，

农村籍退伍返乡士兵由于长期不在村内生活、军旅

生活习惯与乡土习俗间的差异等原因在退伍返乡

后可能出现与乡村惯习格格不入，由此导致部分返

乡退伍士兵在村内的群体融入感偏低[27]；类似情况

在返乡农民工身上也有着同样的反映，长期的城市

生活经历使不少农民工不再完全适应乡村生活，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返乡农民工对家乡的融入感和归

属感[28]。由此可见，地方性共识对村民个体的群体

融入水平可能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从前述分析

可知，群体融入水平的高低又对村民的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决策具有影响。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

H3：群体融入在地方性共识对农村居民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

3 数据、模型与变量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0年在内蒙古

自治区开展的农村居民入户调查。基于地理分布

与数据可获得性，课题组选取了内蒙古东部的通辽

市，中部的呼和浩特市和乌兰察布市，西部的巴彦

淖尔市作为调查区域，并重点将上述区域内的农村

垃圾分类试点地区纳入调查范围。在调查方法上，

课题组采取多阶段抽样法开展样本选取与入户调

723



第45卷 第4期资 源 科 学

http://www.resci.net

查，即在上述4个地级市中，按照县（旗、区）、乡（镇、

苏木）、村（嘎查）3级行政区划，依次每级随机抽取

2~4 个，最后在各村（嘎查）随机抽选 20~25 个农户

展开入户调查。本次入户调查的对象为户主，调查

涉及73个村（嘎查），共获得问卷1361份，剔除数据

缺失严重以及问卷信息前后矛盾的样本后，最终得

到有效样本 1307 个，样本有效率为 96.03%。样本

数据中汉族受访者占比为73.36%，蒙古族受访者占

比为25.03%，其他民族受访者占比为1.61%，上述样

本结构与内蒙古地区不同民族人口结构水平基本

相当。

3.2 模型选取

3.2.1 基准模型

由于农村居民是否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

为是一个典型的二分类选择行为，故利用Probit模

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Yi(participationi = 1)

= β1consensusi + β2 groupi + β3Zi + εi

（1）

式中：被解释变量 Yi 为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行为，participationi = 1表示样本户 i 采取了垃圾分

类处理行为，participationi = 0 则表示其未采取垃

圾分类处理行为；consensusi 与 groupi 为本文关注

的核心自变量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Zi 为控制变

量；β1 、β2 、β3 为待估计系数；εi 为随机误差项。

3.2.2 中介效应模型

参照温忠麟等[29]的做法，构建以下模型对群体

融入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Yi = α1consensusi + θ1Zi + σ1 （2）

groupi = α2consensusi + θ2Zi + σ2 （3）

Yi = α '
1consensusi + α3groupi + θ3Zi + σ3 （4）

式中：系数 α1 为地方性共识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行为的总效应；系数 α2 为地方性共识对中介

变量群体融入的效应；系数 α '
1 为控制中介变量群体

融入的影响后，地方性共识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行为的直接效应；系数 α3 为控制地方性共识

的影响后，中介变量群体融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行为的效应；θ1、θ2、θ3 为估计系数；

σ1、σ2、σ3 为随机误差项。

3.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3.3.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行为。调查问卷中将生活垃圾具体分为 4类，包

括厨余垃圾（剩饭剩菜、瓜皮果壳等）、可回收垃圾

（玻璃制品、纸制品、金属、布料等）、有害垃圾（废旧

电池、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荧光灯管等）、其他垃

圾（上述分类以外的垃圾，例如砖瓦碎块、渣土、包

装袋等）。调查员通过对“您家的4类生活垃圾是否

都采取了分类处理方式”予以提问，若受访者回答

“是”，赋值为1；回答“否”，则赋值为0。

3.3.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

入。地方性共识普遍存在于农村社会中，村民间的

赞誉和批评、农户对村内名声的关注等促使了地方

性共识作用的发挥。为了度量样本户对地方性共识

的遵循程度，课题组借鉴已有文献做法[16,30,31]，在问卷

中设置了“我很赞同村内约定俗成的共识与规范”，

“生活环境地改善使我的幸福感获得提升”，“我很

在意村内的‘清洁之家’‘美丽庭院’等卫生荣誉称

号”，“维护村内生活环境会提高我在当地的身份地

位”4个问题。群体融入是一种心理感知，反映了村

民个体在村内群体成员中的融入程度。参考相关

文献做法[32,33]，问卷设置了“您对村内传统文化的认

可程度”，“您对街坊邻居的信任程度”，“疫情期间，

您参与村里防疫工作（例如疫情值班、捐款等）的程

度”，“日常中，您参加本村村民组织的活动和村集

体活动的程度”4个问题，对样本户的群体融入情况

进行测度。在具体测度方法上，使用熵权法对各指

标进行赋权，获得了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的综合

测度值。表1为各指标情况与熵权法的赋权结果。

3.3.3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34]，选取控制变量如下：①
受访者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②
样本户家庭特征，包括是否党员户、是否干部户、家

庭年收入、每年在村居住时长；③环保政策特征，通

过是否有相关政策宣传予以反映；④环保认知特

征，通过环保政策认知程度予以反映；⑤外部环境

特征，包括否有垃圾分类设施、村内生活垃圾污染

程度。变量含义和赋值情况如表2所示。

724



2023年4月 侯国庆等：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

http://www.resci.cn

4 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模型的检验

4.1.1 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Probit模型估计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

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在

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确认模型不存在多

重共线性问题后，进行模型拟合回归，结果如表3。

表3中，回归1、回归2分别单独将地方性共识、

群体融入引入回归模型，回归 3则同时考察了地方

性共识与群体融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行为的影响。从回归 1和回归 2的结果看，地方性

共识和群体融入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二者分别

单独对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H1 和 H2 得到验证。然而，在回归 3

表1 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测度指标的赋权结果

Table 1 Weights of local consensus and group integration indicators

变量名称

地方性共识

群体融入

指标

我很赞同村内约定俗成的共识与

规范

生活环境地改善使我的幸福感获

得提升

我很在意村内的“清洁之家”“美

丽庭院”等卫生荣誉称号

维护村内生活环境会提高我在当

地的身份地位

您对村内传统文化的认可程度

您对街坊邻居的信任程度

疫情期间，您参与村里防疫工作

（例如疫情值班、捐款等）的程度

日常中，您参加本村村民组织的

活动和村集体活动的程度

赋值

非常不同意=1，比较不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

同意=5

非常不同意=1，比较不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

同意=5

非常不同意=1，比较不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

同意=5

非常不同意=1，比较不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

同意=5

很低=1，比较低=2，一般=3，较高=4，很高=5

很低=1，比较低=2，一般=3，较高=4，很高=5

很低=1，比较低=2，一般=3，较高=4，很高=5

很低=1，比较低=2，一般=3，较高=4，很高=5

均值

3.500

3.810

2.506

3.159

3.116

3.855

2.549

2.606

标准差

0.920

0.851

1.421

0.940

1.820

0.849

1.500

1.065

权重

0.130

0.097

0.610

0.163

0.389

0.054

0.384

0.173

表2 变量含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2 Variables, their value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

核心解释变量

地方性共识

群体融入

控制变量

性别

年龄

受教育年限

是否党员户

是否干部户

家庭年收入

每年在村居住时长

是否有相关政策宣传

环保政策认知程度

是否有垃圾分类设施

村内生活垃圾污染程度

变量含义和赋值

样本户是否采取了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是=1，否=0

利用熵权法合成综合变量

利用熵权法合成综合变量

受访者性别：男=1，女=0

受访者2020年的实际年龄/岁

受访者接受教育的年限

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中共党员：是=1，否=0

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担任过干部：是=1，否=0

2019年家庭年收入/万元

受访者家庭每年实际在村居住时间/月

是否开展垃圾分类处理政策宣传：是=1，否=0

受访者对环保政策的了解程度：非常不了解=1，比较不了解=2，一

般=3，比较了解=4，非常了解=5

村内是否有垃圾分类设施：是=1，否=0

受访者所在村庄生活垃圾污染程度：非常严重=1，比较严重=2，一

般=3，较不严重=4，不严重=5

均值

0.839

2.868

2.851

0.680

46.826

7.492

0.107

0.081

5.545

11.373

0.760

2.414

0.689

3.241

标准差

0.367

0.932

1.010

0.467

11.765

3.209

0.309

0.273

6.743

2.143

0.427

1.121

0.463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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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群体融入的系数正向显著；地方性共识的系数

为正，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解释是，只

有当农村居民对所居住的村庄具有较高的群体融

入后，才会更为在乎村内的人情礼俗和舆论压力，

地方性共识的作用才能获得有效发挥，即地方性共

识通过群体融入对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行为发挥作用。换言之，群体融入可能在地方性共

识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中具

有一定的中介效应。

在表 3 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行边际效应的检

验，结果如表 4。从回归 4可见，单独考察地方性共

识影响时，农村居民对地方性共识的遵循程度每提

高 1个单位，其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概率

将上升2%。从回归5可见，单独考察群体融入影响

时，农村居民的群体融入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其开

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概率将上升 2.8%。从

回归 6可见，综合考察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影响

时，农村居民的群体融入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其开

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概率将上升2.6%。

4.1.2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采取以

下两种方法开展稳健性检验：

（1）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增加乡（镇、苏木）级

虚拟变量。由于样本所在各乡（镇、苏木）的历史传

统积淀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未观

测到的乡（镇、苏木）级差异可能会对模型拟合结果

造成影响。参考已有文献的方法[33]，在基准回归的

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乡（镇、苏木）级虚拟变量，以进

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到，表

5中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的回归系数方向、显著

性水平和表 3中的回归结果一致，表明基准回归结

果较为稳健。

（2）剔除短期在村居住的样本户。调研中发

现，外出务工、子女上学在外陪读等情况在农村已

较为普遍，由此导致不少农户每年大部分时间主要

在城镇居住。此外，部分农户在城镇有相对稳定的

工作与住房，每年仅过节、家族或村内有重大活动

时才回村暂住。上述受访者尽管户籍仍在农村，但

生活习惯已趋于城镇居民，他们对生活垃圾的分类

处理行为与长期在村居住的村民存在一定差异，由

此可能对模型拟合结果造成一定影响。故进一步

剔除短期在村居住的样本群体，以再次进行稳健性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名称

地方性共识

群体融入

性别

年龄

受教育年限

是否党员户

是否干部户

家庭年收入

每年在村居住时长

是否有相关政策宣传

环保政策认知程度

是否有垃圾分类设施

村内生活垃圾污染程度

常数项

Loglikelihood

观测值

回归1

0.084*

(0.045)

0.024

(0.090)

-0.006

(0.004)

-0.023

(0.016)

0.112

(0.166)

0.039

(0.182)

0.012

(0.008)

-0.041

(0.026)

0.165*

(0.0987)

0.012

(0.037)

0.014

(0.094)

-0.063

(0.046)

1.621***

(0.444)

-566.389

1307

回归2

0.119***

(0.042)

0.003

(0.090)

-0.005

(0.004)

-0.022

(0.016)

0.117

(0.166)

0.021

(0.182)

0.012

(0.008)

-0.040

(0.025)

0.152

(0.100)

0.020

(0.037)

0.009

(0.094)

-0.051

(0.046)

1.438***

(0.440)

-564.208

1307

回归3

0.061

(0.046)

0.107**

(0.043)

0.011

(0.091)

-0.005

(0.004)

-0.023

(0.016)

0.098

(0.166)

0.018

(0.182)

0.011

(0.008)

-0.042

(0.026)

0.141

(0.099)

0.017

(0.037)

0.001

(0.094)

-0.053

(0.046)

1.359***

(0.449)

-563.398

1307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为标准误。下同。

表4 边际效应回归结果

Table 4 Marginal effect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名称

地方性共识

群体融入

控制变量

回归4

0.020*

(0.011)

已控制

回归5

0.028***

(0.010)

已控制

回归6

0.015

(0.011)

0.026**

(0.010)

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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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采取两种剔除方式：①将每年在村居住时长

不满12个月的样本户判定为短期在村居住农户，予

以剔除；②将每年在村居住时长不满 6个月的样本

户判定为短期在村居住农户，予以剔除。可以看

到，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剔除短期在村居住的样本户

后，表 6中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的回归系数在方

向与显著性上仍与表 3中的回归结果一致，再次表

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4.2 关于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由于农村居民对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的态

度或感知是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即村民的地

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情况并不是完全外生。模型

中其他变量可能也会影响村民的地方性共识和群

体融入状况，故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进而导致回归

结果出现有偏估计。为此，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

性问题进行缓解。参考已有研究经验[33]，本文选取

受访者所在村庄除自身以外其他样本的地方性共

识和群体融入的平均值作为该受访者的地方性共

识和群体融入的工具变量。为方便表述，后文简称

为“村内地方性共识均值”和“村内群体融入均

值”。选择上述工具变量的原因如下：①村庄内部

村民的生活习惯、行为取向往往具有较强的同群效

应，从而使他们的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情况呈现

较高的相似性，即工具变量满足与内生变量的相关

性条件；②村庄内部其他农户对地方性共识的态度

和群体融入情况并不能直接决定样本户的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行为，也就是说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无关，满足外生性条件。基于上述工具变量，本文

利用离散选择模型的工具变量方法（IV-Probit模型）

分析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回归结果

如表7所示。

首先，回归 16-17是地方性共识对农村居民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影响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从回归16看，工具变量村内地方性共识均值对核心

变量地方性共识具有显著影响，一定程度上排除了

弱工具变量的可能。回归 17 中，Wald 检验结果表

明，地方性共识变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内

生性；同时，地方性共识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

表5 稳健性检验一：增加乡（镇、苏木）级虚拟变量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1: Include the township dummy variable

变量名称

地方性共识

群体融入

控制变量(a)

常数项

Loglikelihood

观测值

回归7

0.083*

(0.045)

已控制

1.534***

(0.465)

-566.116

1307

回归8

0.118***

(0.042)

已控制

1.349***

(0.465)

-563.926

1307

回归9

0.059

(0.046)

0.107**

(0.043)

已控制

1.279***

(0.473)

-563.158

1307

注：（a）控制变量增加了乡（镇、苏木）级虚拟变量，通过对16个

乡（镇、苏木）级地区分别赋值后引入回归模型，对乡级地区差异进

行了控制；其他控制变量与表2一致。

表6 稳健性检验二：剔除短期在村居住的样本户

Table 6 Robustness test 2: Remove the short-term residence sample

变量名称

地方性共识

群体融入

控制变量(a)

常数项

Loglikelihood

观测值

剔除每年在村居住时长不满12个月的样本

回归10

0.079*

(0.047)

已控制

1.042***

(0.373)

-528.035

1190

回归11

0.142***

(0.043)

已控制

0.784**

(0.376)

-524.323

1190

回归12

0.049

(0.048)

0.133***

(0.044)

已控制

0.712*

(0.386)

-523.844

1190

剔除每年在村居住时长不满6个月的样本

回归13

0.089*

(0.046)

已控制

1.549**

(0.704)

-544.410

1235

回归14

0.132***

(0.043)

已控制

1.219*

(0.713)

-541.656

1235

回归15

0.061

(0.047)

0.120***

(0.044)

已控制

1.167

(0.718)

-540.865

1235

注：（a）由于回归10-12中的样本户每年在村居住时长都是12个月，故在相关控制变量中去除了每年在村居住时长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与

表2一致。回归13-15中的控制变量与表2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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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基准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其次，回归 18-19是群体融入对农村居民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行为影响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从

回归18看，工具变量村内群体融入均值对核心变量

群体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一定程度上表明不存在弱

工具变量问题。回归19中，Wald检验结果表明，可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认为群体融入变量存在内生

性；同时，群体融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依

然稳健。

最后，回归 20-22是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同

时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影响的工具

变量回归结果。从回归 20-21的结果看，工具变量

村内地方性共识均值和村内群体融入均值分别对

核心变量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具有较好的解释

能力，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回归 22中，Wald

检验结果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表明，地方性共识

和群体融入变量存在内生性；群体融入的回归系数

正向显著，地方性共识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并不显

著，上述情况与表3基准回归的结论一致，验证了基

准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4.3 中介效应检验

表8为群体融入在地方性共识影响农村居民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关系间中介效应的检验结

果。其中，回归23为地方性共识与农村居民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行为间关系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地

方性共识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可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回归

24为地方性共识与中介变量群体融入之间关系的

回归结果。由于群体融入为连续变量，故本文在回

归24中使用OLS模型进行了拟合回归，可以看到地

方性共识对中介变量群体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回归 25是地方性共识和中介变量群体融入对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影响的回归结

果。可以看到，在控制了地方性共识的影响后，中

介变量群体融入的系数正向显著，表明群体融入在

地方性共识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

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地方性共识的回归系数不显

著，说明地方性共识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行为影响的直接效应不显著，群体融入在地方性共

识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中发

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对于上述结果的可能解释是，

由于地方性共识并不具有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的

表7 内生性处理 IV-Probit回归结果

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s of endogenous variables IV-Probit

变量名称

地方性共识

群体融入

村内地方性

共识均值

村内群体融

入均值

控制变量

常数项

R2

Wald检验

观测值

回归16

IV-Probit

第一阶段

地方性共识

0.940***

(0.138)

已控制

-0.673

(0.442)

0.089

1307

回归17

IV-Probit

第二阶段

垃圾分类处理行为

0.658**

(0.264)

已控制

0.565

(0.648)

0.019

1307

回归18

IV-Probit

第一阶段

群体融入

0.951***

(0.092)

已控制

-0.182

(0.369)

0.122

1307

回归19

IV-Probit

第二阶段

垃圾分类处理行为

1.047***

(0.198)

已控制

-1.025

(0.709)

0.000

1307

回归20

IV-Probit

第一阶段

地方性共识

0.925***

(0.148)

0.027

(0.092)

已控制

-0.714

（0.463）

0.090

1307

回归21

IV-Probit

第一阶段

群体融入

0.067

(0.157)

0.966***

(0.098)

已控制

-0.043

（0.493）

0.122

1307

回归22

IV-Probit

第二阶段

垃圾分类处理行为

0.262

(0.313)

0.996***

(0.208)

已控制

-1.375

（0.827）

0.000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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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性约束力，其主要是通过乡土熟人社会中的舆

论、面子等人情礼俗进行“软约束”。但上述“软约

束”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村民个体在乎村内群体成员

对自己的评价，爱惜个人“名声”；倘若村民个体对

村庄群体的融入感很低，不在乎其他村民的表扬或

批评，对个人在村内的“面子”“名声”等无所谓，则

地方性共识的软约束力可能就无法有效发挥作

用。综上，H3得到有效验证。

4.4 基于姓氏视角的样本异质性分析

乡土熟人社会中，人们往往有着伦理本位、亲

情纽带的思维逻辑与行为方式，血缘姓氏更易成为

“内外有别”圈子关系的判断标准。基于姓氏视角，

村庄内大姓村民与非大姓村民的群体融入水平可

能会因“内外有别”而存在不同，进而导致群体融入

对大姓村民与非大姓村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

的影响出现差异。相比非大姓村民而言，村内大姓

村民间基于血缘姓氏关系往往更为熟悉，这种熟悉

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

感觉”[22]，这意味着大姓村民会更多地受到村内文化

习俗的熏陶，对村庄共同体具有更高的认可度[35]，并

可能更多地受到地方性共识的影响，从而表现出积

极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基于此，本文依据受

访村民姓氏是否为村内大姓，将样本群体分为大姓

村民与非大姓村民两组，以探讨地方性共识和群体

融入对两类村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异质性

影响。

从表 9回归结果中不难发现，地方性共识对大

姓村民与非大姓村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

响存在明显的组间差异，相较于非大姓村民而言，

大姓村民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受到地方性共

识的显著影响。为进一步检验上述组间差异的显

著性水平，本文采用了基于似无相关模型 SUR 检

验。结果显示，回归 26与回归 29之间地方性共识

的系数差异在10%的水平上显著，回归28和回归31

之间地方性共识的系数差异也在 10%的水平上显

著，上述结果表明地方性共识对大姓村民与非大姓

村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影响的组间差异显

著。此外，群体融入对大姓村民与非大姓村民的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但从基于似

无相关模型 SUR的检验结果看，回归 27与回归 30

之间群体融入的系数差异不显著，回归28和回归31

之间群体融入的系数差异也不显著，表明群体融入

对大姓村民与非大姓村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

表8 群体融入的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

Table 8 Regression results of group integration mediation effect test

变量名称

地方性共识

群体融入

控制变量

常数项

Loglikelihood

R2

观测值

回归23

垃圾分类处理行为

0.084*

(0.045)

已控制

1.621***

(0.444)

-566.389

1307

回归24

群体融入

0.222***

(0.029)

已控制

2.264***

(0.260)

0.088

1307

回归25

垃圾分类处理行为

0.061

(0.046)

0.107**

(0.043)

已控制

1.359***

(0.449)

-563.398

1307

表9 基于姓氏视角的样本异质性回归结果

Table 9 Regression results of sample difference test based on surnames

地方性共识

群体融入

控制变量

常数项

Loglikelihood

观测值

大姓村民

回归26

0.150**

(0.062)

已控制

1.636***

(0.564)

-328.542

739

回归27

0.137**

(0.058)

已控制

1.575***

(0.568)

-328.670

739

回归28

0.124**

(0.063)

0.112*

(0.059)

已控制

1.409**

(0.576)

-326.714

739

非大姓村民

回归29

-0.010

(0.076)

已控制

1.772***

(0.637)

-229.672

568

回归30

0.115*

(0.068)

已控制

1.379**

(0.661)

-228.225

568

回归31

-0.038

(0.078)

0.122*

(0.069)

已控制

1.424**

(0.666)

-228.105

568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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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无显著的组间差异。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结论

本文利用内蒙古自治区1307份微观样本数据，

探讨了地方性共识、群体融入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行为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

（1）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单独考

察地方性共识或群体融入的影响时，农村居民对地

方性共识的遵循程度，或在村内的群体融入水平每

提高 1个单位，其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概

率将分别上升 2%或 2.8%。上述结果表明，农村居

民对地方性共识遵循程度的提高，以及对村庄融入

水平的提升，都能够显著地推动农户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行为。

（2）群体融入在地方性共识影响农村居民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地

方性共识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影响

的直接效应不显著，群体融入发挥了完全中介效

应，其原因在于以地方性共识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

主要是依靠村内舆论、人情面子等“软约束”发挥作

用，如果村民个体在村内的群体融入水平很低，不

在乎村民舆论的赞扬或批评，则地方性共识对农户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软约束力就可能失效。

（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性共识对大姓

村民与非大姓村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

具有显著的组间差异。相较于非大姓村民，本村大

姓村民更易受到地方性共识的影响而更可能采取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

5.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获得政策启示如下：

（1）应重视以地方性共识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

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推广过程中的积极作

用。在村庄共同体生活中，非正式制度对村民的人

居环境治理行为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与规范作用；相

比法律法规正式制度而言，非正式制度更易获得农

户的认可与主动接受，执行成本更低，这为基层政

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供了另一条可能的途径。

（2）应着力提升农村居民对本村的认同与融入

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倡导环境卫生公约与文明健康

生活理念。通过宣传乡风民俗优秀传统、丰富农村

文化服务活动等形式，强化村民间的乡情纽带作

用，提升农户在村庄中的融入水平，从而有效发挥

村庄社会舆论等软约束力的作用。例如开展具有

乡土文化特色的文化育民活动，通过手机、墙报、宣

传册等多种形式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开展卫生

环境评比并制定奖罚措施等。同时，还可搭建一系

列交流互助平台，增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地

方性共识。

（3）依据不同群体差异化特征，逐步推进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工作。有必要关注不同村民群

体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上的差异，着力提升各

类鼓励、引导政策的指向性与精准性。例如，对于

村内大姓村民，可进一步发挥地方性共识的积极作

用，利用农户重“名声”的心理强化村庄社会舆论，

促使大姓村民主动遵守村庄秩序和规范，进而鼓励

其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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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local consensus and group integration on
rural residents’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disposal behavior

HOU Guoqing1, GAO Ming2, QIAO Guanghua1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10,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Econom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Beijing 10081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Promoting waste classifi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ural household waste managemen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ain the effect of local consensus

and group integration on rural residents’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disposal behavior,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promot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household waste. [Methods] Based on the data of 1307 micro- samples in Inner Mongolia, this

study used the Probit, IV- Probit, and mediation effect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local

consensus and group integration on the rural residents’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disposal

behavior.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show that local consensus and group integr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disposal behavior;

However, the direct impact of local consensus is not significant, and group integration has played

an mediation role in the impact of local consensus on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disposal

behavior; Rural residents with dominant surnam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local

consensus and tend to carry out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disposal. [Conclusion] Based

on these results, this article suggested that the positive role of local consensu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an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mprove the identi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with villages. Various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groups to encourage rural residents to actively carry out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disposal.

Key words: local consensus; group integration; rural residents;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IV-

Probit; mediation effect;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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